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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讲师甘德怀在报考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

博士生时，初试成绩排名第一，但在面试复试中，他被刷了

下来，笔试成绩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人被录取。甘由此质疑

此次博士招生的公正性，向北京大学纪检部门提出申诉，并

将题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的文章贴到网站上，引起了轩

然大波。 甘德怀考博风波，引起社会对博士生招考制度的疑

问。笔试第一面试该不该通过？导师是否有资格判不予录取

？导师招博士的权力该扩大还是该缩小？7月23日，通过努力

，一向不愿在媒体上露面的朱苏力教授，在武汉出差之际接

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人物简介 朱苏力，现为北京大学法学

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美国麦克

乔治法学院商法税法硕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律交叉学科

研究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曾出

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阅读

秩序》、《送法下乡》等著作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和书评。（

照片由本人提供） 不欢迎甘德怀再考我的博士 这件事对北大

法学院造成了伤害，这是我最心痛的。 《新京报》：甘德怀

考博事件引发了一场对考博制度是否公平的大讨论，如果甘

德怀明年再考你的博士，你欢迎吗？ 朱苏力（以下简称朱）

：我不欢迎。 《新京报》：我以为你会说欢迎。 朱：如果要

说假话，我会说我欢迎，不然太得罪人了。但我也是普通人

，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不大能正确面对面试的失败。我上大



学的时候，有一门课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名，我没有认为这就

是失败或老师不公。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别人，他很难做到

成功。 《新京报》：处在事件中，你这些天又是一种什么心

情？ 朱：刚开始当然有些愤怒，但是我也理解这位学生的心

情和网民的一些评论。 我一直坚守专业知识分子的道路，我

从来不见记者，不上电视，我希望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教学和

写作，推动中国的法制事业发展。但这件事情，实际上把我

变成了热点人物，而且这个热点人物不是我希望作的。不管

这件事最后结果如何，都会给人留下疑点，因为无风不起浪

嘛。 而且可能对北大，对北大法学院造成了伤害，这是我最

心痛的，因为提升北大和北大法学院的学术是我一生的追求

和梦想。 《新京报》：你刚才说，你也能理解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 朱：中国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并没有很久，因此很多

学生包括社会，并不能理解大学招生制度和研究人才的选拔

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都自然而然地会认为我笔试考

分高了，就证明自己很有研究能力，就应该被录取，事实上

不是如此。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社

会上有不少腐败现象，人们容易对社会产生怀疑。在这个时

候，出现这次博士招生风波几乎是难免的。 希望选有学术想

像力的学生 如果大学教育是公民教育，考博制度必须转向选

拔优秀人才。 《新京报》：你觉得研究人才的选拔制度和大

学招生的选拔制度，不同在哪里？ 朱：如果大学教育还是一

种公民教育的话，只要你笔试合格，就可以继续学习。但是

，考博的制度必须转，必须转向选拔优秀的人才。 在中国目

前的情况下，当然首先笔试成绩基本能达到要求。 《新京报

》：你最希望招收到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呢？ 朱：第一要关心



中国实际，一定要研究中国问题。 第二要有比较开阔的学术

视野，比较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不一定要是法学出

身，经济学的也可以，社会学的也可以，工科也可以，但是

一定要有基本的功底和能力，不能等到博士阶段再来补基本

功。最后，还要有点学术上的雄心大志，因为这是北大，这

也是责任啊。 《新京报》：你觉得通过面试就能判断出这些

吗？ 朱：至少在美国，博士录取没有笔试，导师决定。一个

有责任心的教师，会希望尽可能多地挑选出符合自己要求的

学生，我希望挑选有学术想像力的学生。 《新京报》：每个

人都有因为自信而犯错误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可能存

在一种偏见或者会有看错人的现象发生呢？ 朱：完全可能。

可能我没有要的学生，十年之后会是一个杰出的法学家。但

作为一个导师，我必须在面试的有限时间内做出一个合乎情

理的判断。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至少在面试那天，没

有看出他有你所要求的潜质？ 朱：至少当时他回答的问题真

的不能让人满意。 作为学者，学术上一定要诚实 收了你认为

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自己当了好人，但花费的是国家的

钱。 《新京报》：据我所知，你有3个名额，3名复试的考生

你都可以要。 朱：我可以全部录取，那么是皆大欢喜，后来

的所有质疑和指控都不会有了。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宁

愿空着一个名额？ 朱：如果都要，是我对学术不尊重，也是

对自己不诚实。收了你认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自己当

了好人，但花费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作为一个学者

，重要的是学术品格，学术上一定要诚实。 《新京报》：也

许很优秀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会因为紧张而表现不好呢？ 

朱：是有这种情况，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人笔试也会



发挥不好呀。制度能处理的只能是一般的情况。 《新京报》

：如果有人天生就是表达能力不大好呢？ 朱：本来我们考查

的就是研究能力，并不是考他的表达能力。正是因为考虑到

考生可能紧张，我们准备的题目都相对简单，都是考生应当

能回答一点的，剩下就是好不好的问题了。 比方说，你在法

院工作，那法院都适用什么法律，为什么？你读过什么书，

对你有什么学术启发？但这些看来简单的问题，考查的是考

生对生活的观察力，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和学术理解能力。 

《新京报》：以前有过类似的例子吗？ 朱：我自己好像没有

，其他教授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主要是以前的面试成绩所占

比例不大，只有10％。 从这两年开始，学校才加大了面试的

比例，达到30％，而且面试不合格，就不能录取。为什么加

大了面试？就是曾经有学生背功好，或者是押题押准了，甚

至不排除有作弊的。而且，笔试成绩往往差距都不大，很难

说高出几分就更加优秀，这些都可以而且应当通过面试来弥

补。 学者应有权选择人才 如果连这样的选择都必须付出代价

，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 《新京报》：你在判这个不及

格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朱：我当时考虑的就是，你面试

能不能让我满意。你的表现不好，我就判你不及格。我只是

针对这次答题进行评判，没有考虑到后来能不能录取的问题

。 《新京报》：如果当时知道会有今天的后果⋯⋯ 朱：说老

实话，如果真的考虑到今天，也有可能我们会手下留情。不

过我觉得这种“死脑子”也可能是优点，如果评分时都考虑

到个人的得失，或少一点麻烦，实际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对学

术的不敬。 《新京报》：那你后悔吗？ 朱：不后悔。过去就

有过一些学生通过笔试招来了，结果有的连论文都是老师手



把手教他写。可这些研究生拿到了学历，有的升了官，有的

当了大学老师，甚至当了教授，我认为，这对中国社会发展

不利。 《新京报》：即使事情对你不利？ 朱：当时还没想这

么多。 不过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要捍卫我心目中

的学术事业。 什么是学术自由？就是要包括学者有权选择人

才组织自己的研究队伍。如果连这样的选择都必须付出代价

，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所谓的面试也就没有了意义，

这将是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悲哀。 《新京报》：这个面试的

过程和结果，是不是都是客观的、公平的呢？ 朱：我不能说

这个面试尽善尽美。但是，我是非常认真对待它的，而且我

可以说，这个结果是公平的。 《新京报》：你能够说自己问

心无愧吗？ 朱：问心无愧。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学术的

判断。 好学生是导师的最大“收益” 当他只招一两名博士时

，就会考虑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从长远来说，这才是对导

师的监督。 《新京报》：很多人都会因为对方以前是自己的

学生，或比较熟悉，就对他高看一眼。你呢？ 朱：坦白说，

如果一个人是我的学生，我可能会对他好一点，但是也可能

会对他更不好一点。因为，人交往多了，理解更深，会产生

有利于他的偏见，也会产生不利于他的偏见。以前也有考生

想在考试之前来见见面，只要是先打电话来的，我都通过电

话对他说，你不要来，见了不一定是好事，你不要以为你每

次见我都能够留下好的印象，你也可能留下不好的印象呢。

这是我的一个规矩。 《新京报》：你是著名的法学家，又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我相信托关系、递条子走后门的事儿

你肯定碰上了不少，碰上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呢？ 朱：

个人的，我是不通融的，学校这方面有严格制度。 但如果对



国家、学校利益重大的事情，比方说港台学生、外国学生、

高校师资培养、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等，我也会按照学校的规

定“开恩”。但这实际上都得按正常的程序进行，完全不是

我个人能够决定的问题。 《新京报》：在你了解到的招博过

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腐败的现象呢？ 朱：就我所知，北大没

有，但听说社会上有这样的情况。过去一些年间，市场经济

对学术制度的冲击是挺大的，在有些高校，违规的现象确实

存在，还有些现象引起社会议论，比如说招领导干部或老板

。但就我而言，十几年来我没有招收过一个在职生或者领导

干部。 而且北大一直在逐步完善招生制度。比方说不招在职

生，限制导师的招生名额。 如果一个导师每年招七八个博士

，他可能就容易放松标准，但是当他只招一两个博士的时候

，他就要想一想了。什么是对老师的监督？ 考生笔试成绩是

一条，更长远的是，这个导师在学术上的成果如何，他培养

出来的学生质量如何。如果他培养了很多好学生，他就是名

牌了，这才是最大“收益”。 中国导师的权力还应当扩大 不

能因为教授当中可能会出问题，就不给教授选择学生的权力

。 《新京报》：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导师有没有发言权？ 朱

：发言权还较小。目前北大，是70%的笔试，30％的面试。而

且我们在进行面试的时候也会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比如，笔

试第一名面试较差，我们要不要录取？ 《新京报》：现在的

制度你觉得不太合理？ 朱：不太合理。由于应试教育的传统

太重了，有些学生就是拼命突击考试内容；有的有才华的，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考试内容，就可能落榜。不

过在社会转型期，为了建立社会的信任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

持，有时不能不作出妥协。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导师



的权力还应该扩大？ 朱：个人看法是应当。过去师父带徒弟

，就要挑自己看中的，自己看中了，他才有可能倾注心血教

授。学术的判断力从长远来看必须交给教授。当然，教授当

中也可能出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你不能够因为教授当中可

能会出问题，就完全不给教授选择学生的权力了。 要在竞争

中产生真正的权威 著名高校应逐步开展由知名学者推荐和考

试制度相结合的招考制度。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博士招

考制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朱：理想的制度和可行的制度是

两回事，这就是我为什么基本认可中国目前的研究生选拔制

度的根本理由。理想的制度首先要有比较理想的教师，有更

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机制，也要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些学

术制度利弊的社会环境。这些情况现在还解决不了，所以，

从目前来看，面试只占30％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报》：那

你觉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应该怎么逐渐改革？ 朱：对北大

、清华、人大、复旦这样著名的高校，应该逐步开展由知名

学者推荐和考试制度相结合的招考制度，给导师更大的自主

权。 《新京报》：过于集中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 朱：所以

笔试还得占一定比例，至于比例的大小，则可以逐步稳妥地

推进。学生首先要通过一个考试，但也要有好的学者推荐。

推荐学生的学者如果不诚实，他的声誉也就坏了，在学术界

就待不下去了。谁会怀疑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选中的学生呢

？ 《新京报》：现在这样的权威还太少。 朱：因此，要逐步

在学术竞争中产生真正的学术权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权

威，我们的学术传统就很难形成，学术制度就很难形成，学

术也就很难有大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